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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骨科医疗损害特点，探索骨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原则和方法，为今后医疗损害司法

鉴定统一标准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方法 收集2002—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医疗

损害司法鉴定案例364例，对其中100例涉及骨科医疗损害的案例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结果 在100例

骨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案例中，涉案医院104家，判定有过错的95例，无过错的9例，过错原因居前三位的

分别是“对病情观察、预计不足”占27.9%、“术中操作不当”占17.3%、“误诊误治、漏诊漏治”占12.5%。诊疗

后果以残疾居多，占61%；其次为病程延长，占31%；死亡较少，占8%。判定有因果关系的95例，占91.4%；

无因果关系的9例，占8.6%。医方过错原因力分布在次要原因（25%）的为56例，占53.9%；主要原因（75%）

的为20例，占19.2%。 结论 全面分析骨科损害后果的成因，区分引发医疗过错发生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

素，是判定骨科医疗过错原因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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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malpractices in orthopaedic surgeries, to

explor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in medical legal identification, and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uniform

medicolegal standard for the future medical identificatio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

ducted on 100 cas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s in orthopaedic surgery, among the 364 cases archived in

Medicolegal Expertise Center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uring 2002-2015. Results In the 100 cases

of orthopedic medical malpractices, with 104 hospitals involved in, 95 cases were judged with medical

errors and the other 9 cases with no error. The top 3 reasons for errors were （1） inadequate observa-

tion or estimation of diseases （27.9%）, （2） intraoperative improper operation （17.3%）, and （3） de-

layed or miss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12.5%）. The consequenc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s were

mostly disability （61%）, followed by prolonged diseases （31%） and death （8%）. With regard to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errors and consequences, 95 cases（91.4%）were with causality and

the other 9 cases （8.6%） with no causality. Specifically, 56 cases （53.9%） were with medical errors

as the secondary causes accounting for 25% causative potency, and 20 cases （19.2%） were with medi-

cal errors as the major causes accounting for 75% causative potency. Conclusion It is pivotally impor-

tant for determining the causative potency of medical errors to analyse the causes of damages in ortho-

paedic surgery and to distinguish subjective factors from objective ones of medical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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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患关系冲突呈现高发态势，据不完全

统计，近 5年来，我国各城市医疗损害的数量平均每

年以 15%以上的速度递增[1]。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案件

量明显增加，目前已成为司法鉴定的重要内容 [2]。回

顾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 2002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案例 364例，发现涉

及骨科的医疗损害鉴定案例达 100例，占首位。为分

析骨科医疗损害特点，探索骨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

原则和方法，并为今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统一标准的

制定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本研究对这 100例涉及骨科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例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 2002—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

定中心涉及骨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案例 100例。纳

入标准：（1）鉴定内容包括医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

错、患者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医方医疗过错行为与患

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原因力

四项；（2）案例相关病历资料齐全；（3）已出具完整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4）有明确的鉴定意见。

1.2 研究方法

将患者情况（性别、年龄、就诊原因、损害后果）、医

方情况（医疗机构等级）及鉴定意见（医疗过错、因果

关系、过错原因力）分别归纳整理，并进行统计描述。

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国发[2002] 351号）

第四条，将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即损害后果

分为死亡、残疾和病程延长三类，其中病程延长是指

由于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行为的介入导致患者原有

病情加重，包括住院时间延长、住院次数增多、手术次

数增多等情形。参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

将残疾分为十个等级。依据《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

（试行草案）》（A3ZDYY-NY-20070924055），将涉案

医院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依据是否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主席令[1998]第五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主席令第二十一号）、《临床诊

疗指南：骨科分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骨科分册》

等现行卫生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是

否尽到诊疗义务、告知义务、注意义务等，将骨科医疗

过错原因按照术前（病史采集、术前检查及诊断、基础

疾病处理、手术方案及手术时机选择、术前准备、谈话

及告知等）、术中（麻醉、手术操作、内固定物的选择及

使用是否规范等）和术后（严密的检测及检查、并发症

或合并症的预见、防范和处理、护理及出院指导等）归

纳总结为九部分，包括基础疾病处理不足，对病情观

察、预计不足，手术方案、手术时机选择错误，术中操

作不当，告知缺陷，误诊误治、漏诊漏治，违反诊疗规

范，术后处理方式不当，麻醉意外。

医疗过错原因力，是指在同时存在医疗过错行

为、患者疾病因素等众多致害因素的医疗纠纷事件

中，判断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发生的损害后果上的参

与程度。依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实务》[3]中关于医疗

行为与损害后果的相关度判定，我们将医疗过错原因

力划分为无因果关系、次要原因、同等原因、主要原因

和完全原因。医方存在的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无因果关系，原因力为 0%；次要原因指损害后果主要

由患者自身损伤或疾病所致，医疗过错行为仅在损害

后果的发生或进展过程中起到诱发、促进或加重作

用，即使没有医疗过错行为，损害后果仍然很可能会

发生，原因力为 25%；同等原因指损害后果由医疗过

错行为与患者自身因素等其他原因共同所致，其中之

一单独存在损害后果一般都不会发生，原因力为

50%；主要原因指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错行为所

致，原因力为 75%；完全原因指损害后果完全由医疗

过错行为所致，没有医疗过错行为，损害后果必然不

会发生，原因力为100%。

2 结 果

2.1 患者情况

本研究中男性80例，女性20例，男女性比例4∶1。
从表 1可知，40岁以上 71例（71%）。就诊原因中职工

工伤意外 48例（48%），交通事故 32例（32%）。表 2显

示，损害后果为残疾的（如瘫痪、截肢和关节功能丧失

等）61例（61%），病程延长（如内固定松动需再次手

术、术中止血不严术后血肿形成需二次手术、内固定

螺钉钉在骨折线上造成骨不连需二次手术等）31例

（31%），死亡案例 8例（8%）。残疾中，伤残等级在一

至五级者17例（17%），六至十级者44例（44%）。

表1 患者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

0~20岁

>20~40岁

>40~60岁

60岁以上

就诊原因

交通事故

职工工伤意外

疾病

例数

80
20
6

23
39
32
32
48
20

构成比/%
80
20
6

23
39
32
32
4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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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患者损害后果情况分布

损害后果

残疾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病程延长

死亡

合计

例数

0
3
0
5
9
6
8

13
7

10
31
8

100

构成比/%
0
3
0
5
9
6
8

13
7

10
31
8

100
2.2 涉案医院情况

本研究中，涉案医院 104 家（4 例，涉及 2 家医

院），以二级医院最多（50例，48.1%），其次分别为三

级医院（40例，38.5%）、一级医院（14例，13.5%）。

从表 3可知，医方过错原因以“对病情观察、预计

不足”最多，“对病情观察不足”主要包括手术前后对

患肢血液循环情况观察不足、术后引流管及引流液情

况监测不足、术后对伤口渗血情况观察不足、术后抗

感染力度不足等，而“对病情预计不足”则主要表现在

医务人员过于自信，对原发伤病或术后并发症或合并

症的严重程度评估不足等。其次为“术中操作不当”

主要表现为医源性损伤或术后异物残留等，如手术操

作粗暴或不当引起血管、神经、肌腱损伤，骨质劈裂等

医源性损伤，或医源性材料存留（如钻头、纱布等），骨

折复位未达临床复位标准，医务人员术中止血不严

等。“误诊误治、漏诊漏治”主要包括病史采集不详细、

查体不全面、辅助检查不完善、鉴别诊断不充分导致

误诊误治，或者隐匿骨折，血管、神经损伤未及时发现

导致漏诊漏治等。“术后处理方式不当”主要包括牵

引不当，术后未定期复查X线片，术后检查不及时延

误治疗，夹板固定不当等。“手术方案、手术时机选择

错误”主要包括手术内固定物选择不当、内固定物放

置的位置不当、内固定物取出过早、手术时机选择不

当等。“告知缺陷”主要包括术前对手术方式选择，手

术风险等告知不全，术中更换手术方案未告知，术后

注意事项未告知，对疾病的诊断、转归和预后未详细

沟通等。“违反诊疗规范”主要包括不规范用药（如滥

用抗生素、超剂量用药等）、未严格遵循无菌操作、病

例书写不规范、输血错误（如输不合格血、配血错误）

等。值得注意的是“无过错”案例9例（8.6%）。

医院过错原因

基础疾病处理不足

对病情观察、预计不足

手术方案、手术时机选择错误

术中操作不当

告知缺陷

误诊误治、漏诊漏治

违反诊疗规范

术后处理方式不当

麻醉意外

无过错

合计

过错原因力

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9（8.6）
9（8.6）

25%
1（1.0）

24（23.1）
3（2.9）

10（9.5）
2（1.9）
6（5.8）
2（2.0）
8（7.7）
0（0）
0（0）

56（53.9）

50%
0（0）
5（4.8）
2（1.9）
3（2.9）
2（1.9）
3（2.9）
1（1.0）
2（1.9）
1（1.0）
0（0）

19（18.3）

75%
0（0）
0（0）
4（3.8）
5（4.9）
2（1.9）
4（3.8）
2（1.9）
3（2.9）
0（0）
0（0）

20（19.2）

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合计

1（1.0）
29（27.9）
9（8.6）

18（17.3）
6（5.7）

13（12.5）
5（4.9）

13（12.5）
1（1.0）
9（8.6）

104（100）

表3 涉案医院过错原因及其过错原因力 ［N=104，例（%）］

2.3 涉案医院过错原因力

从表 3可知，本研究中涉及医院过错原因力涉案

量从多到少依次为次要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因、无

因果关系、完全原因案例。

3 讨 论

目前，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主要涉及医方医疗行为

是否存在过错、患者是否存在损害后果、医方医疗过

错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

过错原因力四个方面。骨科作为医疗损害高发科室，

分析其医疗损害特点并探讨相关司法鉴定的原则和

方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1 骨科医疗损害纠纷特点

本组共收集 364例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案件，

其中涉及骨科的案件达 100例，居首位。剖析其原

因：（1）本研究中，80%患者就诊原因为职工工伤意

外、交通事故，均具有创伤损伤特点。骨科创伤患者

通常并非单纯骨伤，其伤情危重、紧急、损伤复杂多

样，一些隐匿伤易出现漏诊漏治。（2）骨科是以手术为

主的科室，而手术成败与多种因素有关，如原发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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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程度、患者个体耐受性、手术操作的难易程度、手

术时机的选择、手术医生的技术水平、麻醉因素及术

中不确定因素等 [4]，而且骨科一些诸如内固定取出术

或翻修术，也会增加手术次数，进一步增加不良损害

后果发生风险。（3）骨伤本身致残率较高，本研究中，

61%诊疗后果为残疾，而患者往往不考虑自身因素，

不考虑手术等诸多影响因素，对手术治疗的期望值

高，易导致双方对致残成因发生意见分歧而引发纠

纷。（4）骨科新技术、新器械、新材料、新手术方式不断

增加，可供选择的内置物品种多、品牌多，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5）骨伤患者卧床制动时间长，

康复慢，功能锻炼主要依赖于患者，且大部分的康复

时间在院外，其不确定因素较多。

3.2 骨科医疗过错判定

目前，我国对医疗过错判定尚无统一的鉴定标

准，其判定原则主要依据现行卫生法律、法规以及部

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其核心内容即判定医务人员在诊

疗活动中是否尽到“诊疗义务”“告知义务”“注意义

务”等[5]。

“诊疗义务”的衡量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内容：（1）医

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做到充分的谨慎和细致，可

视为对责任问题的衡量；（2）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

是否达到相当的专业水准，可视为对技术水平的衡

量。在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过程中，辅以同行专业角度

审视以上两方面内容，形成了既原则又具体的全方位

医疗行为过错专业判定方法，涵盖了对医疗行为的总

的基本要求[6]。骨科具体“诊疗义务”归纳起来主要包

括正确诊断的义务、及时治疗的义务、不良后果预见

义务、正确选择手术时机和手术方案的义务、对手术

适应证和禁忌证进行严格审查的义务、术中注意保护

神经血管的义务、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的义务等。

凡是未尽到上述义务，即判定医方有过错。本研究中，

104家涉案医院主要过错原因中，违反诊疗义务、过

错突显占 83.7%，包括对病情观察、预计不足 27.9%，

术中操作不当 17.3%，误诊误治、漏诊漏治 12.5%，术

后处理方式不当 12.5%，手术方案、手术时机选择错

误8.6%，违反诊疗规范4.9%。

“注意义务”即“谨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强调的“诊疗义

务”的精髓就是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包括一般注意

义务和特殊注意义务。一般注意义务是指医务人员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对患者的生命与健康利益的高度

责任心，对医疗服务工作的敬业，以及对医疗技能追

求上的精益求精，包括诊疗义务范畴 [7]。特殊注意义

务是指在具体医疗服务过程中，医务人员对医疗行为

所具有的危险性加以注意的具体要求，包括告知义

务、知情同意义务、风险回避义务、转医义务等 [8]。所

谓“风险回避义务”是指医师应当舍弃可预见的危险

医疗行为或对可能的不良后果高度注意并做好防范

预案的义务。骨科是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临床

科室，而骨科手术更是具有技术性强、治疗风险高、极

易发生术后并发症等显著特点 [9]，诊疗过程中医师能

否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对治疗效果及结局具有重要影

响。骨科术后并发症包括“可以避免的并发症”和“难

以避免的并发症”。本研究中，对于可以避免的并发

症，如骨筋膜室综合征、内固定物断裂、出血、骨不连、

压疮等，医护人员本应预见而未能预见，本应注意而

未能注意，从而未能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最终导致

损害后果发生，认定医方存在医疗过错；对于难以避

免的并发症，如深静脉血栓形成、脂肪栓塞等，医师已

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并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即使损害后

果发生，也应认定医方无过错。所谓“转医义务”是指

医务人员对于本领域之外或超出治疗能力范围的患

者有做出转医说明和转医运送的义务。

“告知义务”是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 [10]，《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

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

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

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

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

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

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衡量医方是否尽到告知义务，主要考虑诊疗过

程中医务人员告知是否全面、是否客观、是否准确、是

否易懂。本研究中，“告知缺陷”占 5.7%，主要包括手

术方式、内固定物选择、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等告

知不全面、不具体，术中更换手术方式未再另行告知，

对疾病的诊断、转归和预后未详细沟通等。显然，骨

科医师“告知不充分”过错突出，即骨科医务人员并非

单纯地告知患者的病情、手术方案、手术风险、内固定

选择、特殊检查、替代医疗方案、术后功能锻炼注意事

项等，还应确保患者能够正确理解其真实内容，即易

懂，尤其对于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的选择方面，一旦

医方未能使患者在充分认识可能发生的医疗风险的

前提下行使其自主选择权，造成患者损害的，认定医

方存在“告知不充分”之过错。

3.3 骨科损害后果的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即“无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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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责任”原则。只有在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需

要考虑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要

由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中判定的

“人身损害后果”一般是指可以检查检测得到的、客观

存在的损害后果，对于尚未发生、将要发生，或者只有

主观感觉、没有客观体征和检查结果的，不能作为医

疗损害责任的“人身损害后果”要件予以确认。本研

究中，100例骨科医疗损害纠纷案例损害后果均已发

生且已确认，首先以残疾居多，主要包括瘫痪、截肢和

关节功能丧失等，伤残等级以六至十级伤残为主，提

示骨科医疗损害后果致残率高、伤残程度低的特点。

其次为病程延长，既延长了康复时间，额外增加了患

者医疗费用支出，也使其承受额外的躯体和精神上的

痛苦。由于骨科损害后果较直观，且患方通常对诊疗

后果有较高的期望值，一旦出现不良损害后果容易引

发医疗纠纷。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患者居多，

40岁以上中老年患者为主，就诊原因以职工工伤意

外、交通事故等暴力伤居多，因此司法鉴定人在对骨

科医疗损害后果判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患者身体素

质、器官功能、基础疾病、入院损伤程度、伤情危急程

度、手术耐受性等诸多因素可能对损害后果的影响，

再加上骨科本身具有并发症多、伤残率高的特点 [11]，

故全面分析骨科损害后果的成因是判定医疗行为过

错程度的关键。

3.4 骨科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

及其过错原因力的判定

判定医疗行为过错原因力，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

必须在造成患者的损害后果中有一定的参与作用，即

形成一定的因果关系。骨科损害后果影响因素多，判

定是否为医疗损害后果，即明确骨科医疗过错行为与

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划分医疗过错原因力，一

直是骨科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根据本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骨科损害后果产生的原因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与医务人员的医疗过错行

为相关；（2）与患者自身伤势（如病情危重复杂、复合

伤多、多伴发休克、感染等合并症）和就诊是否及时相

关；（3）与无法防范的医疗意外相关，如麻醉意外、脂

肪栓塞、心脑血管意外等；（4）与骨科术后并发症相

关，如术后出血、感染、骨不连、骨髓炎、骨坏死、内置

物断裂、肢体动静脉血栓形成等；（5）与骨科术后康复

时间长相关，如康复训练时间和方式选择不当或不到

位、过早负重或过早下地活动、再次受伤等；（6）与患

者年龄、个体耐受性有关，如高龄患者手术耐受性差，

基础疾病多，不良损害后果发生概率大。司法鉴定人

在判定骨科医疗过错行为原因力时，需综合考虑以上

诸多因素，并结合患者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将医疗

过错行为的原因力大小按照无因果关系、次要原因、

同等原因、主要原因和完全原因五种进行归类，进而

划分医疗过错的原因力。本研究结果显示，100例骨

科医疗损害纠纷案例过错原因力分布由高到低依次

为25%、75%、50%、0%，无100%原因力。

对于骨科医疗损害过错原因力的判定，笔者认

为，对于术中导致可以避免的神经、血管损伤，术中钻

头遗留体内，骨髓炎误诊为骨转移癌，手术部位错误

等，引起患者自身疾病或损伤发生、发展和转归之外

的损害，判定医疗过错原因力为同等、主要或完全因

素。例如，某患者以“1.左腕舟状骨陈旧性骨折；2.左
腕舟状骨坏死；3.左腕创伤性关节炎”之诊断入院并

行“左腕坏死舟状骨切除及桡骨茎突切除术”，术后患

者出现拇指不能主动背伸并伴虎口区感觉麻木的损

害后果，经再次手术证实“左拇长伸肌腱及左桡神经

浅支部分断裂”。显然，医方首次手术操作不当导致

术中拇长伸肌腱及桡神经浅支断裂，引起患者自身疾

病或损伤发生、发展和转归之外的损害，这种损伤医

方本应避免。因此，鉴定认为其损害后果与医方过错

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应属主要原因，但是考虑

到医方为二级医院，结合患者自身伤病情况，以及目

前患者经锻炼和治疗其左手拇指的感觉及运动有所

恢复，故最终判定原因力为同等原因（50%）。而对于

告知不充分，内固定钢板尺寸过小、手术时机选择不

当、螺钉钉在骨折线上、术后并发症等，引起患者自身

疾病或损伤发生、发展和转归之内的损害，则判定医

疗过错原因力为次要原因。例如，某患者以“腰椎间

盘突出症（L3~4、L4~5）”之诊断收住院，行“经皮穿刺 L4~5

椎间盘切除+L3~4椎间盘微创消融术”后出现“椎间隙

感染”未及时发现，疾病迁延。鉴定认为，医院诊断明

确、手术方式选择正确，但是术后对患者出现疼痛明

显加重症状未引起高度重视，对于椎间盘微创手术可

能导致深部感染（椎间隙感染）的可能性认识不足，

未及时查找疼痛加重原因并给予相应治疗，判定医方

有过错，且过错行为与患者“椎间隙感染”的损害后果

之间有因果关系，该损害后果为患者自身疾病或损伤

发生、发展和转归之内的损害，属于术后并发症，而且

经治疗患者已痊愈，故最终判定原因力为次要原因

（25%）。判定医疗过错原因力为 0%，一般包括医疗

行为无过错和医方过错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无因果

关系两方面，如患者损害后果完全由难免并发症引起

或为疾病自然转归的结果，医方虽然存在病历书写错

误或书写不规范问题，但是其过错行为与患者不良损

害后果无必然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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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骨科作为以手术为主的科室，具有创伤患

者多、急诊手术多、手术次数多、术后并发症多、诊疗

后果伤残率高等特点，致使骨科诊疗风险高，损害后

果影响因素多，因此，在骨科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

果因果关系的分析与判定中，司法鉴定人能否正确、

全面地分析损害后果的成因，科学、公正地划分医疗

过错发生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确保司法鉴定意

见客观性与可靠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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